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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方式、环境意识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研究

———基于因果中介分析的实证研究

吕维霞，王超杰

摘　要：垃圾分类是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目前解决垃圾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中

国垃圾分类虽倡导已近２０年，但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仍面临参与率低、分类成效不显著等问题。本文基于

政治学社会动员理论，探究不同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数据结果表明：框架动员、激励动员

以及成员动员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环境意识在框架动员、成员动员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之间

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在激励动员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中不起中介作用。这表明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动

员方式至关重要。居民被动员的程度越高，无论其环境意识如何，都越可能进行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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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城市垃圾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许多城市面
临垃圾围城的困境。解决 “垃圾围城”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 “减量化”和 “资源化”。２０００年，中
央政府选取了８座城市开展试点，各地陆续将垃圾分类纳入地方法规。但是近二十年来，垃圾分类
政策的执行效果甚微。２０１９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实行垃圾分
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随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文件明确要求，２０２５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
统。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垃圾分类愈加重视以及推行垃圾分类的决心。与此同时，不少城市也纷纷
出台了垃圾分类政策文件，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上海市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正式颁布实施 《上海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普遍推行垃圾分类。

就具体实践而言，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收集政策呈现出难以推进的态势，一些学者认为主要原因
在于居民缺乏垃圾分类知识，环境意识薄弱，分类观念落后［１］［２］；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生活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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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有力的政策扶持和配套执行措施，奖惩机制、监督机制等存在缺陷［３］［４］。虽然已有的研究提出
了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外部因素，但很少从资源动员理论分析不同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
类行为的影响。本文运用政治学的资源动员理论，聚焦于社区这一基层治理单元，探究不同类型的
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已有研究认为，环境意识是影响环境行为的影
响因素之一［５］，但事实上在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背景下，环境意识是动员方式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
中介变量，本文试图探索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１）研究视角上，从动员角度，对动员方式、环境意识和居民垃圾分类
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社会动员理论一般在政治学领域用于研究公民选举、政策支持等行为，
将社会动员理论用于对居民环保行为的研究，丰富了垃圾分类行为研究的理论性。（２）已有垃圾分
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垃圾分类的成本收益分析，缺乏对不同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动员效果的
研究以及动员方式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机制研究，本文做了有益尝试。（３）研究方法上，使用
因果中介分析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ＭＡ）模型解决因果识别的问题，研究环境意识对动
员方式和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是指居民将生活垃圾按规定进行分类收集，并分类投放至指定地点。它是垃

圾管理系统工作的首要环节，也是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一种参与。已有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方面：

１．从个体心理层面进行研究，主要聚焦于识别与垃圾分类回收相关的个体心理，包括知识、
态度、价值等。（１）垃圾分类知识，包括对垃圾分类标准和具体分类类别等的掌握程度，可以反映
垃圾分类宣传教育的开展效果。人们对垃圾分类物质的标准和投放地点的知识和信息掌握越多，就
越有可能分类［６］［７］。（２）环境态度。已有研究表明，公众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的态度与其回收行为之
间显著相关［８］。（３）心理因素，即个体对某种环境行为所拥有的特定感受。回收行为理论模型认
为，心理变量与环境态度、情境因素同属预测回收行为的重要因素［９］。（４）主观规范，即行为主体
在他人影响和社会期望的作用下做出特定行为的倾向程度。对个体行为者较为重要的其他人，包括
家人、邻居、朋友等的态度和行为都会对其垃圾分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１０］［１１］。

２．从外部的情境因素进行研究，外部情境因素指促进行为主体垃圾分类的外在环境因素，主
要包括三类：（１）分类服务和设施，主要包括回收投放地点、设施设备、收集方式和频率等。已有
研究均证实，环卫设施便利性对分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２］［１３］。（２）宣传教育。宣传教育可提
高公众的分类知识和分类态度。政府对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越充分，居民就越有可能进行垃圾分
类［１４］［１５］［１６］。（３）激励措施。许多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奖惩并重的激励措施对分类行为具有显著影
响［１７］［１８］。

３．从个体社会经济变量进行研究，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等，是垃圾分类行为研
究中普遍采用的预测变量。性别与分类行为之间显著相关［１９］。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还存在显著
的年龄差异，年长者更愿意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２０］。此外，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的提升也
会促进居民垃圾分类行为［２１］。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文献存在以下不足：（１）研究视角方面，关于居民垃
圾分类行为的研究集中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缺少运用政治学的社会动员理论探
讨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２）研究内容方面，既往研究探讨了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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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因素，即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以及微观层面个体行为者的心理因
素，而很少有学者研究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３）研究方法方面，较少研究将因果
推断的方法，即因果中介分析方法用于研究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机理方面。基于此，本文拟运用政
治学领域的资源动员理论，探究不同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资源动员理论兴起于１９７０年代，其基本观点是：社会运动是理性的动员过程，在其中，社会

运动组织拟订策略以从支持者那里累积资源，并且将这些资源与对手、权力精英进行交换，其最终
目标在于实现某种集体利益［２２］。资源动员理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研究方向从资源动员开始向成
员动员和框架动员扩展，从而使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成为资源动员理论的三个重要研究
维度。资源与动员是资源动员理论的基本概念。资源既包括有形的资金、场所、设施等，也包括无
形的领导力、合法性、意识形态等［２３］。本文基于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了框架动员、激励动员和成员
动员三个维度，并验证三种动员维度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框架动员主要指动员主体通过话语、口号、文本、专业人士等连接动员客体的价值观念或信
仰，影响或改变动员客体的行为。已有研究表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会最终影响居民的垃圾分类
行为［２４］。在以集体价值为核心取向的公共道德约束下，居民往往会倾向于做出提高社会福利的行
为选择，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日常垃圾分类。因此，在垃圾分类的动员中通过建构框架，采取动员
策略，制造呼应社区生活共同主题和社区特征的动员话语和文本，将动员过程的组织目标和价值与
动员对象的利益和情感有机地联系起来，并通过集体认同感的激发，塑造社区情感与社区意识，从
而能够动员广大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如下：

假设 Ｈ１：框架动员正向地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
激励动员指动员主体通过运用多种激励手段来调动动员客体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或改变其行

为。在垃圾分类这一公共事务中，如果居民严格执行垃圾分类政策，其正外部效应产出所承担的成
本 （如时间、金钱）并不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如减免垃圾费），存在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之间的偏
离。如果居民不执行垃圾分类政策，虽然对环境产生负外部效应，但自身付出成本也较少，且不会
因环境污染而受到惩罚，这样也会造成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之间的偏离。因此，利益机制在垃圾分
类政策取得实效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让人们对经济利益有明显的感知，驱动居
民展开积极行动［２５］。已有研究证明了外部激励和内部激励对垃圾分类的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２６］。

Ｄｅ　Ｙｏｕｎｇ在研究中发现，非经济回报和内在激励的满意度是促使居民实施生活垃圾循环利用行为
的主要因素［２７］。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如下：

假设 Ｈ２：激励动员正向地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
成员动员指通过发挥关键群体的重要作用，影响或改变其他成员的行为。社会运动网络和社会

运动组织对社会动员至关重要。对于垃圾分类这一公共服务来说，其顺利推行离不开在社区中发挥
重要影响力的关键成员。当周围的人们都在进行垃圾分类时，往往会对个体产生影响。个体依从意
愿越强，就越有可能参与垃圾分类。因此，需要居委会工作人员、党组织成员、社区内的骨干分
子，垃圾分类宣传员、指导员、监督员和分拣员等关键群体发挥成员动员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 Ｈ３如下：

假设 Ｈ３：成员动员正向地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
环境意识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所反映的社会思想、理论、情感、意志、知觉等观念形态的总

和，是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动员不仅通过资源发挥作用，
而且还能通过情感机制、认同、意识等发挥作用。环境知识、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环境关心、环
境情感、主观规范、个性特质等心理性因素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实施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是公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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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为得以产生与持续的心理动力［２８］。当居民的环境意识更强时，感知到的环境问题更严重，了
解到的政策和垃圾分类知识更多，更容易接受动员主体采取的动员方式，从而实施垃圾分类行为。
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实践，既需要法律法规、奖惩措施与科学知识的指导与规范，也需要公民参
与、责任义务、环境意识的道德感召［２９］。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４如下：

假设 Ｈ４：环境意识在框架动员、激励动员和成员动员三种动员方式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关
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９年５月至７月对ＢＪ市ＪＳ街道的问卷调查。ＢＪ市是全国首批试点

垃圾源头分类管理的城市之一。针对日益严峻的 “垃圾围城”困境，市政府于２０１２年出台了 《ＢＪ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全市范围内推行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工作。截至２０１８年底，ＢＪ市开展
示范片区创建的街道达１００个，全市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达到３０％。ＪＳ街道是示范街道之一，实现
了垃圾分类居民参与率５０％以上。ＪＳ街道从２０１２年就开始创新各种方式推行垃圾分类工作，由企
业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动员广大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本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１　２００份，回收问卷１　１６０份，回收率达到９６．６７％。
通过筛选，剔除有缺失值和重复率高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１　００８份。

（二）变量的操作化
本文关注的因变量是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在问卷中询问了一组关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问

题：（１）将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２）将厨余垃圾按照小区要求分好，投入到厨余
垃圾或绿色小屋；（３）我每天都按小区要求进行垃圾分类。选项有 “１－完全不同意”、“２－比较不同
意”、“３－一般”、“４－比较同意”、“５－完全同意”。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这五个指标进行检验，发现
其具有一致性，进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框架动员的因子得分。

基于前文的分析，将动员方式分为框架动员、激励动员、成员动员三种。
框架动员。“框架”是微观个体层面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指能够帮助个体认知和理解周围所发

生的事情的 “解读程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ｃｈｅｍａ）［３０］。在社会动员领域，“框架”指用于表达诉求的
一系列观点、文本、论述、标记等［３１］。框架动员主要指通过口号、文本、专业人士等动员居民进
行垃圾分类。因此，我们主要询问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宣传口号、文本以及专业人士宣传的基本情况
是否同意，采用以下问题对框架动员进行测量，问项主要包括：（１）小区有专门的垃圾分类的宣传
标语、口号、专栏，并经常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和传单。（２）保洁员和垃圾分拣员穿着醒目且规
范的职业装。（３）每个楼道门口都张贴了垃圾分类居民倡议书和居民公约。（４）小区的垃圾分类志
愿者们会面对面对居民们进行垃圾分类宣传教育。（５）我非常尊重和信任发动和指导我们进行垃圾
分类的骨干分子、居委会工作人员。选项分别为 “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
全同意”，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框架动员的因子得分。

激励动员。激励是对某种特定行为的外部激励和内部激励。外部激励即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的
影响。我们采用以下的问题对外部激励进行测量： （１）很多人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我也不能落
后。（２）我响应党和国家的环境保护的号召，进行垃圾分类。内部激励即内部动机，即驱使行动者
行动的价值观、惯例等。我们采用以下的问题对内部激励进行测量：（１）我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之
后很有成就感。（２）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好，环境整洁，是我的一份责任。（３）垃圾分类已经成
为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即使不给奖励，我也会习惯做好垃圾分类。与框架动员相似，我们同样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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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受访者是否同意这些说法，选项分别为 “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全同
意”。本文并不集中探讨不同的激励手段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而是主要关注激励动员手段对垃
圾分类的影响，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激励动员的因子得分。

成员动员。在社区垃圾分类过程中，主要参与垃圾分类的成员包括居委会工作人员、党组织成
员、社区内部的骨干分子，垃圾分类宣传员、指导员、监督员和分拣员以及普通居民。我们通过询
问居民垃圾分类过程中这些成员的参与程度对成员动员进行测量，主要题项包括：（１）楼组长、党
员等小区的居民骨干分子带头分拣好自己家里的垃圾。（２）刚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动员时，每位党员
都签订了垃圾分类责任书。（３）党员经常亲自对小区垃圾桶里的垃圾进行分拣。（４）小区有专门的
垃圾分类宣传员、指导员、监督员和分拣员。（５）在垃圾分类初期 （前几年），居委会经常给我们
开会，指导和动员我们分类。（６）居委会挨家挨户上门发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选项分别为 “完全
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这六个题项进行检验，
发现其满足构建因子得分的条件，进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成员动员的因子得分。

环境意识。环境意识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是对环境的认同感。它是调节、引导和控制人
们行为的内在因素［３２］。问卷中，我们询问了一组有关居民关于垃圾分类的环境意识的题目，包括：
（１）生活垃圾分类有利于垃圾回收利用。（２）生活垃圾分类有利于保护环境。（３）生活垃圾分类有
利于节约资源。（４）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件正确的事情。选项同样为 “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
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采用因子分析构建环境意识的因子得分。

同时，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变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１）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
龄、户籍状态以及政治面貌。（２）资源条件，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收入水平与教育程度。（３）垃圾分
类的成本。垃圾分类的成本是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手段。我们询问了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
成本，问题为 “生活垃圾分类复杂，给我带来很多不便”，选项有 “１－完全不同意”、 “２－比较不同
意”、“３－一般”、“４－比较同意”、“５－完全同意”。我们将 “４－比较同意”和 “５－完全同意”合为一类，
并且编码为１；将 “１－完全不同意”、“２－比较不同意”、“３－一般”合为一类，编码为０。

表１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此外，我们对各个变量进行了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方
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均小于３，表明各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自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连续性变量

　垃圾分类行为 ０．０１７　８　 ０．９４４　１ －２．６６２　０　 １．２６９　３

　框架动员 ０．０３０　８　 １．００２　８ －２．４３７　９　 １．３３３　７

　激励动员 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　０ －３．７５５　８　 １．１１３　５

　成员动员 ０．０２４　１　 ０．９９４　５ －１．９９７　８　 １．５６７　０

　环境意识 －０．０２８　９　 ０．９３１　５ －５．８７２　９　 ０．５９８　６
二分类变量

　男性 ０．４６１　３　 ０．４９８　７　 ０　 １

　北京户口 ０．５４２　７　 ０．４９８　４　 ０　 １

　党员 ０．２１５　３　 ０．４１１　２　 ０　 １

　垃圾分类成本 ０．２５３　０　 ０．４３４　９　 ０　 １
多分类变量 频率 百分比 （％）

年龄

　３５岁以下 ４８６　 ４８．２１

　３５～６０岁 ３６２　 ３５．９１

　６０岁以上 １６０　 １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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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频率 百分比 （％）

收入

　５　０００元及以下 １６０　 １５．８７

　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元 ５１２　 ５０．７９

　１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 ２４８　 ２４．６０

　３０　０００元以上 ８８　 ８．７３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３５２　 ３４．９２

　专科 ２０１　 １９．９４

　大学本科 ３５３　 ３５．０２

　研究生 １０２　 １０．１２

（三）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对不同的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但一

般线性回归无法解决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干预变量在研究样本之间是非随机分配
的，导致干预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难以获得，使得回归系数由于混淆变量的影响产生 “选择性偏
误”。一般线性回归也无法识别自变量之间的因果中介机制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
采用因果中介分析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ＭＡ）模型探究环境意识对动员方式和垃圾分类
行为的中介效应。该方法主要采用识别干预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影响结果变量的因果机制，基于 “反
事实”的框架估计 “平均中介效应”以及 “直接效应”，并且通过因果推断识别干预变量、中介变
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已有研究主要将因果中介分析用于干预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情况。朱旭峰等采用因果中介分析
识别中央命令如何自上而下地影响低保制度的采纳，以及城市政府如何自下而上地影响上级政府并
同时横向影响城市采纳新的政策［３３］。还有研究进一步开发了将因果中介分析用于干预变量是连续
型变量的情况。因此，我们利用因果中介分析方法，试图探究不同动员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平均
干预效应以及环境意识的中介效应，以解决线性回归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干预变量分别为框
架动员、激励动员和成员动员，中介变量为环境意识，因变量为居民垃圾分类行为。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２报告了动员方式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回归结果。我们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对不同动员方式对居
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进行验证。模型１到模型４逐步加入了微观层面的人口学特征以及社会经济
因素的控制变量。比较４个模型的结果可以发现，在逐步加入了三个方式的结果后，模型的Ｒ２ 有
所提高，表明模型的解释能力逐渐提高。

在解释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控制变量方面，模型１到模型４中，“教育程度”变量始终发挥着
显著的效应，表明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高中及以下的受访者与专科、本科及
研究生以上的受访者相比，更可能进行垃圾分类的行为。这与传统的认为教育能够推动环保价值观
的社会化功能、提升公众环保观念的观点有所不同。垃圾分类行为作为环保行为的一种，教育的影
响却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时间成本较高，所以这部分人群
进行垃圾分类的动力不足。年龄在模型２到模型４中都显著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尤其是６０岁
及以上的居民与３５岁以下的居民相比，较少进行垃圾分类。这也表明垃圾分类政策实施过程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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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动员中老年人群。性别、户口、党员、垃圾分类成本对垃圾分类行为并不产生影响。

表２　动员方式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回归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框架动员 　　　０．３２６　１＊＊＊ 　　　０．１０５　８＊＊＊

（０．０２８　６） （０．０３７　３）

激励动员 　　　０．３９９　４＊＊＊ ０．２９９　２＊＊＊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３２　０）

成员动员 　　　０．３２３　５＊＊＊ ０．０９９　６＊＊＊

（０．０２９　４） （０．０３７　７）

男性 ０．０５１　８　 ０．０３１　７ －０．０１６　７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５４　８） （０．０５７　２） （０．０５４　４）

年龄 （参照组：３５岁以下）

３５～５０岁 －０．０２０　１ －０．０１４　４ －０．０６４　７ －０．０７２　５
（０．０６５　４）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６５　８） （０．０６２　２）

６０岁及以上 －０．１５２　４ －０．２７４　０＊＊＊ －０．１７５　４＊ －０．１８７　８＊＊

（０．０９６　９） （０．０９２　２）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９２　２）

北京户口 －０．０３９　３ －０．０９９　７ －０．０１８　１ －０．０７０　６
（０．０６３　７） （０．０６１　１） （０．０６４　１） （０．０６０　８）

党员 ０．０１５　９ －０．０２１　６　 ０．０３１　３ －０．０２１　３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７１　１） （０．０７４　２） （０．０７０　３）

收入：（参照类：５　０００元及以下）

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元 ０．０７７　４　 ０．０３４　３　 ０．０７４　８　 ０．０４５　７
（０．０８４　６） （０．０８１　４） （０．０８４　９） （０．０８０　３）

１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元 ０．０２２　７　 ０．０１１　３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３３　３
（０．０９６　１） （０．０９２　４） （０．０９６　３） （０．０９１　１）

３０　０００元以上 ０．２３３　２＊ ０．０８７　２　 ０．３０１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２２　７） （０．１１７　８） （０．１２３　９） （０．１１７　６）

教育水平：参照类：高中及以下
专科 －０．１５３　０＊ －０．１１２　５ －０．１６２　０＊＊ －０．１２７　８＊

（０．０８１　３） （０．０７８　３） （０．０８１　７） （０．０７７　２）

大学本科 －０．２４６　２＊＊＊ －０．２２２　３＊＊＊ －０．２８６　６＊＊＊ －０．２０９　７＊＊＊

（０．０７４　３） （０．０７１　５） （０．０７４　３） （０．０７０　６）

研究生 －０．２９９　８＊＊＊ －０．３１４　６＊＊＊ －０．３６３　５＊＊＊ －０．２８８　１＊＊＊

（０．１０９　９） （０．１０５　６） （０．１１０　０） （０．１０４　３）

垃圾分类成本 －０．０１７　５　 ０．０４８　０ －０．０９４　２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６４　５）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６５　５） （０．０６２　４）

常数项 ０．１１９　５　 ０．２０６　０＊＊ ０．２００　４＊＊ ０．１６１　７＊

（０．０９１　２） （０．０８７　２）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８６　７）

Ｒ２ ０．１４５　８　 ０．２０８　５　 ０．１３８　９　 ０．２３３　２
样本量 １　００８　 １　００８　 １　００８　 １　００８

　　　　　　 注：＊＊＊表示０．０１的显著水平；＊＊表示０．０５的显著水平；＊表示０．１的显著水平。

表２中，模型１到模型４的结果还显示了动员方式对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促进作用。在四个
模型中，“框架动员”、“激励动员”和 “成员动员”均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受到
动员方式的积极影响。模型１只加入了框架动员和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框架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
类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居民受到框架动员的程度越高，越可能进行垃圾分类。模型２中
只加入了激励动员与控制变量，结果仍然发现激励动员方式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正相关，激励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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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水平。模型３中只加入了成员动员方式与控制变量，与前两个模
型相似，成员动员也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居民受到的成员动员程度越高，则越可能
进行垃圾分类。模型４加入了三种动员方式，框架动员、激励动员以及成员动员依然对垃圾分类行
为产生正向影响，表明这三种动员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表３展示了三个因果中介模型，每个模型由两步线性回归模型组成。模型将动员方式作为干预
变量，环境意识作为中介变量，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作为因变量。第一步是将中介变量环境意识作为
因变量，考察自变量对环境意识的影响。第二步以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为因变量，将干预变量动员方
式、中介变量环境意识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全部纳入模型中，考察动员方式和环境意识对垃圾分类行
为的直接效应。表３省略了两步回归法的具体结果，报告了运用准贝叶斯蒙特卡洛逼近方法，通过
仿真得到的动员方式通过环境意识的传导最终影响到垃圾分类行为的中介效应、直接效应、总效应
以及中介效应率。模型５的结果表明，框架动员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是显著
的，其中约有３．７４％的贡献来源于环境意识的中介效应，而９６％左右的效应是动员方式直接影响
垃圾分类行为。模型６的结果表明，激励动员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但间接影响不
显著。这表明激励动员方式虽然能促进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但是并不能通过环境意识影响垃圾分类
行为。模型７与模型５相似，成员动员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是显著的，其中

４．６４％是通过环境意识影响垃圾分类行为，９５％左右的效应是成员动员直接影响垃圾分类行为。这
表明框架动员方式和成员动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环境意识影响垃圾分类行为，但动员方式更多
地直接影响垃圾分类行为，即居民被动员的程度越高，无论其环境意识如何，都越可能进行垃圾
分类。

表３　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环境意识的因果中介分析

中介变量：环境意识 模型５：框架动员 模型６：激励动员 模型７：成员动员
平均中介效应 ０．０１２　３＊＊＊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１４　９＊＊＊

直接效应 ０．３１６　５＊＊＊ ０．３９９　１＊＊＊ ０．３０６　１＊＊＊

总效应 ０．３２８　８＊＊＊ ０．４０１　８＊＊＊ ０．３２１　０＊＊＊

中介效应率 （％） ３．７４％＊＊＊ ０．６７％ ４．６４％＊＊＊

　　　　　　　 注：＊＊＊表示０．０１的显著水平；＊＊表示０．０５的显著水平；＊表示０．１的显著水平。

五、结　论

近年来，垃圾分类试点成为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文献虽然关注了垃圾
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很少从动员理论出发，探究不同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及其
影响机制。本文基于ＢＪ市ＪＳ街道调查数据，对不同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进行研
究，结果发现：

（一）居民受到框架动员的程度越高，越可能进行垃圾分类行为
数据结果表明，框架动员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垃圾分类动员中，

框架动员通过利用口号、文本、话语等建构框架，运用多样化的动员策略，能够增强居民的归属感
和凝聚力，形成对社区的一致性情感认同，有效促进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公
众环境参与制度中，宣传教育是实现社会动员的最主要方式［３４］。因此，在垃圾分类动员过程中，
应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上门宣传、举办讲座等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增强居民的价值感和使命感，努力
营造 “全民参与”的邻里氛围，引导居民自觉、自愿地进行垃圾分类。同时，还可组织丰富多样的
宣传活动，制造呼应社区生活共同主题和社区特征的动员话语，把推行垃圾分类的目标和价值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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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利益和情感联系起来。通过构建共享的社区文化框架，激发居民集体认同感，塑造社区情感与
社区意识，从而确保垃圾分类的动员效力。

（二）居民受到激励动员的程度越高，越可能进行垃圾分类行为
前文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激励动员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居民受到激励动员的程度

越高，越可能进行垃圾分类行为。在垃圾分类的动员中，需要通过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将居民的
行为与其收益相结合，发挥分类主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垃圾分类行为由内向外得到影响与激
发。从外在激励角度，提高城市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管理的积极性需要重视法律规导、政府管制、经
济惩罚等外压机制与思想教育、经济补偿、舆论支持等诱导机制的共同作用［３５］。从内在激励角度，
内在激励的满意度和非经济回报也是促使公众进行生活垃圾回收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过思想教
育、榜样、补助、表扬、晋升等内在激励方式，提高居民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更能激发目标群体
的参与热情，发挥目标群体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三）居民受到成员动员的程度越高，越可能进行垃圾分类行为
研究发现，成员动员与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正相关。居民受到成员动员的程度越高，越可能进行

垃圾分类。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人际交往，社区内部的关系网络能够有效动员社区成员的参与，从
而克服公共事务中的 “搭便车”问题。居委会工作人员、党组织成员、社区内部的骨干分子，垃圾
分类宣传员、指导员、监督员和分拣员等动员主体在社区具有一定影响力，其对居民的动员对促进
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垃圾分类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第
一，采用示范引领、讲情感的方式动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第二，构建社区居民以感情和互惠为基
础的互动网络。社会网络不仅可以传递多种信息，帮助传播并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而且具有
示范和模仿效应。居民可以通过观察模仿动员主体的垃圾分类行为来形成自己的行为，且这种模仿
和示范效应还具有网络外部性，使垃圾分类行为逐渐在居民中传播。通过这种互动关系，最大程度
地动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第三，通过社区积极的宣传教育、示范带动和监督指导，营造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的正面舆论氛围，形成无形的道德规范压力。社会规范的存在，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的参与
程度、合作程度，而且增强了法律执行效果，降低了法律、制度实施的成本，从而提高垃圾分类的
成效。

（四）居民被动员的程度越高，无论其环境意识如何，都越可能进行垃圾分类行为
因果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框架动员方式和成员动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环境意识影响居民

垃圾分类行为，但环境意识起到的中介作用并不大，动员方式更多地直接影响垃圾分类行为，即居
民被动员的程度越高，无论其环境意识如何，都越可能进行垃圾分类。因此，在垃圾分类的推行
中，仅仅依靠居民的环境意识是不够的，关键需要完善垃圾分类动员机制，优化社区垃圾分类动员
模式，激发居民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增强居民的积极性和动力，将垃圾分类这一制度推向其
生活过程，增强居民的自觉化程度，进而变成每个居民内在的责任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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